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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依据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

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因此，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

地方政府迫切需要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推动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在庇古看来，政府应该

对污染主体的生产行为实施必要的干预或规制，才能确保

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达到帕累托最优。近年来，各级政府

采取了严格的环境规制，可是环境质量的改善并不尽如人

意，环境规制的效果也就备受关注，现有研究倾向于将其

归结为地方政府的不完全执行 [1]。生态环境领域的地方政府

不完全执行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不作为，就是没有正确认

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将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对立起来，或是“先发

展、后治理”，或是“要环保，不要民生”。随着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的落实与压实，自上而下的压力会推动各级

政府的积极环保行为。二是乱作为，存在层层加码、级级

提速等简单政策输出现象，存在“一律关停”“先停再说”

等敷衍应对做法，存在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借口紧急停工停

业停产等简单粗暴的“一刀切”行为。这些乱作为，有认

识和意识问题，更多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做到分区

施策和分区管治，没有能力实现精准治污，是生态环境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没有跟上生态环境保护的

形势和需要，误认为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越好、环境规制手

段越多越好，才致以出现动作过大、行为过火。建设美丽

中国，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地方政府需要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关键之一就是提升环

境规制的治理效果，这就要充分考虑环境规制手段的效果

差异性，做到辨证施治。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是：第一，考虑环境规

制手段的差异性，从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实践入手，实证检

验环境规制不同手段的减排效果，为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经验指引；第二，考虑环境规制

手段选择或偏好的地区差异性，进一步揭示不同环境规制

强度与减排效果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受制于地方财

力，因此，依据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对环境规制强

度的门槛效应进行分析，能够进一步揭示环境规制强度与

减排效果的关系，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分区施策、分区

管治提供经验支撑。

1  文献综述

虽然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就环境规制对资源配置效率 [2]、

企业创新效率 [3]、绿色技术创新 [4] 等方面的经济影响达成

一致，但却普遍认同了环境规制对污染减排的积极影响，

认为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或水平有助于治污减排 [5]，认为环境

规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排污成本，并进一步影响

了竞争力 [6]、研发投入 [7]，甚至还增加了行业壁垒，从而抑

制低生产率企业进入和促进低生产率企业退出 [8]。波特假说

则进一步站在动态发展的视角，认为环境规制存在创新补

偿效应，严格且合理恰当的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进行环

境友好的创新投入，使得企业在提高竞争力的同时达到降

低污染排放的目的。

随着现实需要和研究深入，一些研究开始关注环境规

制减排效果的差异性。通常认为，严格环境管制，大多表

现出较好的污染减排效果 [9]。不过，有研究认为，基于市场

的激励型环境规制或源自公众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效果则

可能因地区或行业等因素而表现出不同的减排效果 [10,11]。与

此同时，环境规制手段的实际减排效果还受到其强度的影

响。一方面，低强度的环境规制行为可能无法起到抑制污

染排放的作用 [12]。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不同手段与污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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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或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则可能随着强度的增加而表现

出多种的非线性模式 [13,14]。同样基于非线性的角度，有的学

者开始认为，在考虑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外商投资

等其他经济社会因素的情况下，环境规制的减排效果可能

发生结构性变化，表现出显著的门槛特征 [15,16]。

综合已有的研究，不难发现，环境规制不同手段的减

排效果确实存在差异，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采用了不同的代

理变量来表征环境规制 [17]，还有的原因是实证检验样本的

不同，既有数据样本选择的差异，还有环境规制主体的差

异性或异质性。此外，虽然多种环境规制手段并存于我国

的环保实践中，但由于不同地区间地理禀赋、污染排放、

发展模式存在差异，加上不同规制手段对制度环境、污染

物种类等因素表现出的异质性 [18]，不同环境规制手段的实

际影响效果表现出明显差异 [19]。例如，市场激励型环境规

制手段虽然较命令控制型有着更低成本和更高合意目标实

现能力，但由于对制度基础有着较高要求 [20]，市场激励型

环境规制可能仅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才能表现出显著

的减排效果 [21]。

2  模型与数据

2.1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环境规制不同手段的减排效果不尽相同，那么，作为

实施各项环境规制手段的主体，地方政府本身的个体异质

性因素是否也会影响到某种环境规制手段的减排效果？换

言之，对地方政府而言，环境规制不同手段及其强度可能

会影响到减排效果。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选择与施行取决

于政府实施某一规制手段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22]，而地方

政府的规模往往是这一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23]。实际上，不

同规模的地方政府往往也会面临不同程度的地区环境污染

问题 [24]，进而环境规制手段及其强度在不同规模的地方政

府下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环境规制手段的减排效果可能

在当地方政府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越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才

开始显现，或是由关系不显著而变为显著。因此，针对于

地区发展实际选取适当的环境规制手段是进一步提高环境

规制减排效果的重要举措。

考虑到政府规模这一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对环境规制

手段与污染排放之间可能呈现出的不同门槛特征进行分析。

基于 Hansen[25] 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构建门槛效应如下

模型：

  
（1）

     

因变量为环境污染（Pollu），分别采用工业 SO2 排放

量、工业 COD 排放量表征（单位：万 t）。“十一五”之后，

主要污染物减排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

相应地，工业 SO2、工业 COD 的排放量就受到环境规制的

影响。

自变量为环境规制（Policy）。类似研究大多依据研

究目标而对环境规制手段进行分类，在此，根据第六次全

国环境保护大会的界定，从行政、法律、经济、技术四个

手段予以刻画。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三个转

变”，其中一个转变就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

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

问题。行政手段（Admin），用各地实施的环境行政处罚案

件数表征 [26]（单位：件）；法律手段（Legis），用各地累

积颁布的地方环境标准数表征 [21]（单位：件）；经济手段

（Econ），主要包括排污费、治理激励和可交易的排污许可

证，其中后两者发挥作用需要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作为支

撑，且排污收费制度实施时间较早 [28]，故用实际征收排污

费总额表征（单位：万元）；技术手段（Tech），承担课题

数可以衡量一个地区的研究开发性成果 [29]，故用高校与科

研机构 R&D 课题数来表征技术手段的强度（单位：个）。

门槛变量为政府规模（Size），用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表征政府规模 [30]（单位：亿元）。需要说明的是，即使中

央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对地方的生态环境保护予以财政支持，

地方财力仍是影响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主要变量，因此选

择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作为门槛变量是有依据的。

γ 为需要估计的门槛值。β1 和 β2 分别为门槛变量在

thr≤γ和 thr＞γ时自变量环境规制对因变量污染排放的影响

系数。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水平（Gdp），用各地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GDP）表征（单位：万元 / 人）；经济结构（Stru），

鉴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

且第三产业增加值是反映产业结构升级趋势的主要指标，

采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征 [31]（单位：1）；

能源消费（Energy），用各地区能源消耗总量表征（单位：

吨标准煤）；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

额表征（单位：百万美元）。

2.2  数据来源

选择中国 30 个省份作为研究样本（基于数据可获得性

的原因，样本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地区），

时间跨度为 1996—2014 年，所有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能源年鉴》。此

外，针对少量缺失值采用直线插值法进行补全处理。

3  实证分析

首先，进行门槛效果检验以确定门槛的个数，进而确

定模型的形式。依次在不存在门槛、一个门槛和两个门槛

的设定下对模型（1）进行估计，得到的 F 统计量和采用自

抽样（Bootstrap）方法得出的 F 值、门槛估计值及相应的

95% 置信区间见表 1。

由表 1 可以看出，如果用工业 SO2 排放量表示环境污

染，法律手段和技术手段只有双重门槛显著，而单一门槛

不显著，说明在将政府规模作为门槛变量下，法律、技术

这两类环境规制手段不存在门槛效应。经济手段和行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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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单一、双重门槛显著，而三重门槛不显著，说明存在

双重门槛效果。如果用工业 COD 排放量表示环境污染，行

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具有双重门槛效应，说明这两类环境规

制手段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可能在当政府规模依次超越两个

门槛值后，呈现出不同的效果，即规模不同的地方政府在

采取行政手段或经济手段时可能具有不同的减排效果。技

术手段、法律手段没有表现出显著的门槛效果，说明这两

类环境规制手段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地方政府规

模变化的影响。

对于存在门槛特征的环境规制手段，使用稳健标准误

的固定效应模型对门槛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2。

可以看出，以工业 SO2 排放量表征环境污染，政府规

模（Size）较小（即地方政府财力不足时），行政手段的估

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经济手段的估计系数不显

著。在政府规模（Size）中等时，行政手段的估计系数不再

显著，经济手段的估计系数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在

政府规模（Size）较大（即地方财力雄厚）时，行政手段的

估计系数仍然不再显著，经济手段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

下显著为负。同样，用工业 COD 排放量表征环境污染，在

政府规模（Size）较小时，行政手段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

平下显著为负，经济手段的估计系数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

为正。在政府规模（Size）中等时，行政手段的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经济手段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

下显著为正。在政府规模（Size）较大时，行政手段的估计

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经济手段的估计系数不再显

著。综合来看，可以判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通常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较小），行政手段能够抑制污染排放，在经济

表1  门槛效果检验

工业 SO2 排放量 工业 COD 排放量

门槛数 F 值 门槛值 95% 置信区间 门槛数 F 值 门槛值 95% 置信区间

行政手段

（Admin）

单一 25.816
*

785.560
[696.440， 

1 082.310]
单一 17.796

**
254.870

[137.930,  

2 755.680]

双重 28.578
**

2 759.460
[56.780， 

6 220.910]
双重 17.415

***
452.000

[431.700, 

456.860]

三重 0.000 — — 三重 -19.727 — —

法律手段

（Legis）

单一 15.421 — — 单一 6.203 — —

双重 13.375
***

— — 双重 4.762 — —

三重 0.000 — — 三重 0.000 — —

经济手段

（Econ）

单一 23.894
**

1 542.300
[56.780， 

6 220.910]
单一 81.844

***
516.310

[507.780, 

519.020]

双重 10.733
***

4 096.510
[56.780， 

6 220.910]
双重 30.607

***
1 010.905

[749.900,  

2 253.270]

三重 1.064 — — 三重 -0.000 — —

技术手段

（Tech）

单一 20.576 — — 单一 14.968 — —

双重 21.277
***

— — 双重 34.549
***

— —

三重 0.000 — — 三重 0.000 — —

注：F 值和门槛值均为采用 Bootstrap 反复抽样 300 次得到的结果；*、**、*** 分别表示在 0.1、0.05、0.01 水平下显著

表2　门槛回归结果

变量
工业 SO2 排放量 工业 COD 排放量

行政手段 经济手段 行政手段 经济手段

政府规模

（Size）

（ thr ≤ γ1 ）

-0.080
***

（-2.98）

0.039

（1.02）

-0.069
**

（-2.22）

0.177
**

（2.66）

政府规模

（Size）

（ γ γ1 2< ≤thr ）

0.084

（0.45）

0.179
*

（1.77）

0.688
***

（3.07）

0.230
**

（2.54）

政府规模

（Size）

（ thr > γ 2 ）

-0.064

（-0.33）

-0.152
***

（-3.27）

-0.680
***

（-2.94）

-0.058

（-0.65）

经济水平

（Gdp）

0.014

（0.31）

0.042

（0.86）

0.029

（0.39）

0.073

（1.02）

经济结构

（Stru）

0.127
**

（2.57）

0.073

（1.43）

0.106
*

（1.72）

0.082

（1.38）

能源消费

（Energy）

0.313
**

（2.54）

0.332
*

（2.02）

-0.657
***

（-4.76）

-0.724
***

（-3.96）

外商直接投资

（Fdi）

-0.232
***

（-3.57）

-0.213
***

（-3.78）

0.203
**

（2.40）

0.177
**

（2.31）

F 值 6.68 5.64 9.52 19.17

Within R2 0.316 6 0.354 8 0.441 1 0.488 3

样本量 570 570 570 570

注：*、**、***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0.1、0.05、0.01 的水平上显
著，常数项的回归结果略去，括号中的数字表示 T 值，所有变量进行了

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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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地区（通常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较大），经济手段能够抑

制工业污染排放。此外，法律手段和技术手段这两类环境

规制手段未因地方政府的异质性因素而表现出明显的门槛

特征，说明对于不同规模的地方政府而言，法律、技术这

两类环境规制手段都有显著的治污减排效果。

4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与展望

长期以来，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通过环境规制不

断强化落实地方政府环保主体责任，因而有必要检验环境

规制的减排效果。本文利用 1996—2014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

面板数据，从行政、法律、经济和技术四个领域来刻画环

境规制，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不同手段的减排效果是否具

有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强度确实因环境规制

的手段不同而有所不同，其中，法律手段、技术手段未因

地方政府的异质性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而行政手段在

政府规模较小地区的减排效果显著，经济手段在经济发达

地区的减排效果显著。

当然，环境规制的分类，以及环境规制效果的实证，

都是基于变量选择的数据结果，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

环境规制不同手段及其强度的减排效果。本文根据第六次

全国环境保护大会所提出的“三个转变”，将环境规制手段

分成法律手段、经济手段、技术手段和行政手段，并分析

环境规制手段减排效果的门槛效应，分析结果自然受到环

境规制手段分类、变量选择的影响。正是因为环境规制不

同手段及其强度的减排效果可能存在不同，因此，需要更

多的实证去分析环境规制不同手段及其强度的减排效果、

作用路径，从而为地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提

供更好的经验支撑。

4.2  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强环境法治建设，坚持依法保护环境。法治是

建立长效保护机制的基础。近些年来，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出台了许多政策和制度，仅中央层面审议通过 40 余项生态

文明和环境保护具体改革方案，有必要进一步通过环境立

法予以固化和细化，并在健全环境立法、严格环境执法、

推动自觉守法的基础上，强化环境司法、信息公开和公众

参与等各个环节。

（2）完善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培育发展新动

能。新旧动能的转换，技术升级是关键，创新发展是引领。

无论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还是改造升级传统产

业，既需要根据环境质量需要和经济技术条件，加快修订

完善大气、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去化解淘汰落后产能，

也需要用标准去引领生产技术升级。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制定实施严于国家的污染排放标准，强化排污者责任，坚

持源头防治。

（3）科学统筹综合施策，综合运用各种环境规制手段。

展望“十四五”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生态环境保护

仍然处于负重前行期，要基于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能

力，响应不同地区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期待和要求，实行最

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标本兼治的基础上，铁腕治

理，仍需要强化有短期治理效果的环境规制手段，守住生

态环境质量只能改善不能恶化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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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shold Effect on Emission Reduction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HU Andong

(College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6 to 2014, four types, namely economic, legislation, technical and administrative 

mean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re measured. From the result of threshold effect,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really 

varies with the mean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mong them, legal means and technical means do not show obvious threshold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while administrative means have significant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in small-scale areas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means have significant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in develop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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